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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生活的自由 

许振 洲 

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社会中虽然不存在民主制度，也没有建立在法 

治基础上的政治自由、政治权利，但广泛存在着源于生活的社会 自由。它 

主要得益于中国人乐观、开放、宽容、非禁欲主义、热爱生活的态度与 

精神。 

关键词 中国传统社会 世俗精神 禁欲主义 宽容 生活方式 

社会 自由 

在今天的时代，那些挚爱自由、将 自由置于法兰西 

解放之上的人们，也就是那些热爱生活中所有快乐的 

人 们 。 

— —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 自由>，第 36页。 

如果说 16—17世纪时欧洲传教士对当时的中国颇多溢美之词，如果说在启蒙 

时代巨子伏尔泰的笔下，中国仍然是相对于世界各国包括欧洲的政治、教化来讲的 
一 个正面参照系，①现代中西方学界对中国王朝时代政治制度的主流定义则苛刻 

得多。大家一般认为这是 一种 专制主义政权 (法 语 中的 autoritarisme甚至 

despotisme)，⑦它意味着共和制度、法治精神的缺失，更与似乎是众善之首的民主 

· 许振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邮编：100871) 

·· 本文的若干初步思路曾简要发表于<堕落的自由>一文，收入粱守德主编(21世纪：东亚文化与国 

际社会)(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年版)一书。 

① 可见伏尔泰：<风俗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1997年版。 

⑦ 最新的例子如今年在法国学界颇引争议的一个结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文明’是与皇权专制 

主义紧密相联 的。”见 Jean-Francois Billeter，Cohere Francis Jullien(驳儒里安)，Paris：Edition Allia，2006， 

封底。 

③ 可证诸于谭嗣同的<仁学)或章炳臃的<秦政记>：两千年中国之政，皆秦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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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联系。它的长期、“超稳定”的存在，④是中国停滞、落后、衰败的直接而根本的 

原因。 

但实际上，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许多习惯性定论似乎都可以从比较的角度进行 

再思考。即以上面的权威性命题为例，我们便至少可以提出三重疑问：第一，中国 

王朝时代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一般地用西语中的“专制主义”来形容?是否意味 

着君主的个人意志总是绝对压倒了法律或制度?古代中国当然不是一个典型的法 

治国家。但无可否认的是 ，从秦至清，成文的律法一直存在。它不是政治法或宪 

法，但在限制权力方面的作用，诚如慎到所言：“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慎 

子 -威德》)。更为重要的是，至少在隋唐之后，中国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僚制 

度。而我们可以认为，没有任何一种专制主义是能够与一个固定的制度兼容的，在 

一 切有着固定的官僚制度、体系的国家中，都很难设想有真正意义上的专制存在： 

官僚本身便会构成对专制的制约。在具体实践中，这些官僚不仅参与了对国家政 

治的日常管理，有时甚至还试图干涉本来纯属皇帝的私人事务：废后、立储、确定本 

生父的地位等。为规正皇帝的行为不计得失，直至付出生命代价(所谓文死谏)早 

已成为了社会公认的美德(这实际上是认为皇帝未必一切高明、不容批评)。我们 

的历史上，有多少皇帝在这些劝谏面前被迫改变初衷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真 

有所谓的绝对专制权力吗?第二，即使有某些“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某些问题上 

真的行使过这种权力，是否便意味着他在所有时间、所有问题上都拥有这种权力? 

是否意味着自秦以降所有朝代的皇帝们都拥有并行使着这种权力?至少我们可以 

说镇日沉迷于写字作画的宋徽宗、热衷于自制家具的天启帝就未必如此。第三，如 

果专制主义是中国落后的原因，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强大?政 

治制度在这种解释中是变量还是常量?如果制度可以说明一切 ，那么为何我们未 

曾变化的制度既可以成就盛世，又可以引起衰落?换一个例子，古希腊各城邦实行 

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但在公元前4世纪时，为什么却一起走向了衰落? 

因此，用一种超时空的抽象概念来定义所有时代、解释所有实践是一件很不谨 

慎的事。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一般观念的建立并不证明人智强大，反而证明其软 

弱无力，因为自然界中决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决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事实， 

决没有可以不加区别地运用的规章，也决没有可以同时用于许多事物的同一方 

法。”①在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只有科学即实事求是的精神，而没有一成不变的所 

谓科学的方法或结论。“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忆录》的某处说过，过分强调一般 

原因的研究方法，会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极大的慰藉。我补充一句：这也会使二流历 

①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年版，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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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① 

但本文并不准备深入讨论中国王朝时代政治制度的性质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 

响。真正引起笔者兴趣的其实是下面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是否存在着 

自由? 

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存在自由的可能理由大概有三个：第一，概念是现实的 

反映。中国过去没有自由这个概念，因此意味着此时社会中不存在自由。虽然我 

们见到过“吾意久怀忿，汝岂得 自由”(《孔雀东南飞》)或“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 

菝花不自由”(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的例子，但这显然与我们现在理解 

的自由有所不同。正 因为如此，严复当年翻译穆勒 (现一般译作密尔)的《Dn 

Liberty)时才将其译为《群己权界论》而不是我们今天的《论自由》。 

19世纪中后期以来，各种西方概念名词大量进入中国。它们在开始被介绍时 

大多令翻译者伤透脑筋。但如细细考察，这些概念名词实际上应被分为三种：一种 

是中西有基本相同的实践。此时的翻译最为简单可信，直接采用中国原有概念即 

可，如封建、采邑、五等爵位等。如理解得宽泛一些，“共和”也可算在其中。另一 

种源于中国历史上确实从未有过的实践。这是真正的困难，人们无法在一开始时 

找到贴切的译名，只能待该事物进入中国并为大家熟悉接受后才能得到解决。如 

“总统”，便经历了由令人完全不知所云的“伯里锡天德”、“伯里玺天德”到“大头 

领”再到“总统”的演变。第三种是中国没有此概念，但有类似实践，即未尝用此种 

概念概括实践。如历史上我们虽没有“卫生”一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不知沐 

浴健身，洒扫庭除，或把水烧开了喝。虽然不用“爱情”一词，却也能演绎出多少悱 

恻缠绵。我们认为，自由应基本属于这最后一种情况。② 

第二种可能的理由是：自由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因此不应该存在于中国传统社 

会之中。对这一点，其实许多名家早有批评。他们不仅肯定了历史中自由存在的 

可能(斯金纳所谓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甚至强调了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所面 

临的更大威胁。阿克顿勋爵指出：“自由是贯穿于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中唯一的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年版，第610页。 

⑦ 当然，我们也引入了许多纯粹抽象、不以某种事物或实践为依托的概念。这只能靠精确的定义及不 

断的重复方能为大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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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因素”，①而“按照欧洲大陆那个最著名女作家(按：即斯塔 

尔夫人)的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却是现代的”。②孙中山先 

生也认为，中国过去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③阿伦特和阿隆则分析了现代政治 

的特点，认为人类社会中政治权力的真正大幅度扩张、极权主义的出现是与现代社 

会的形成、现代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现代化的一个副产品。 

第三种可能的理由大概更容易为人接受，但也蕴涵着更大的误读危险，即将自 

由与民主联系起来 ，认为民主制是实现自由的唯一手段和最好保障。如果哪里缺 

乏政治 自由，那么肯定是那里没有民主或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而哪里民主化建 

设搞好了，那里的人们也就会顺理成章地享有 自由。中国传统社会中既无民主的 

理论，更无民主的实践，因此不可能存在自由。这是支配着很多人的二元论思维模 

式的典型反映：世界上的万物只能被分为黑白分明的两部分，“好”的东西 自然应 

被归为一类——他们无暇去分别燕瘦环肥的各自妙处，忘记了虽同属香花，但春兰 

秋菊毕竟不同。另一方面，这个“好”的东西又与“恶”寒暑不能同时、冰炭不能 

同器 。 

其实，对于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诸多的西方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托克维尔、 

密尔等早已做了经典的讨论。按照他们的看法，民主与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 

主并不能自动地导致自由。④ 如果硬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就有可能“把人民的权 

力同人民的自由混淆了起来”。⑤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民主制无论从时间还是从 

空间的角度看都不是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没有实行民主制 

的时代或国度中人们就没有领略或拥有过 自由。事实上，“自由曾以各种不同的 

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出现于人们的面前。它并不是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 

才能产生，在民主国家以外的地方也会出现。因此，自由并不是民主社会的独有特 

点。”⑥对这一点，托克维尔的话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政治自由只能来源于政治 

权力的弱小，而不取决于权力的性质。⑦换句话说 ，自由可以或可能存在于任何一 

种政治制度之下，只要在这个制度中政治权力是有限的、弱小的。这样的一个国 

家，在政治上可以是“专制”的，即君主独占统治权；但却可以是非极权的，即政治 

权力因其有限、弱小而不过多地干涉、或无法干涉国民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国家 

① 参见阿克顿 ：‘自由与权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 3l3—3l6页。 

⑦ 阿克顿 ：‘自由史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 6页。 

③ 见‘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577—579页。 

④ “人对 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即民主)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敢于补充一句：在 

民主国家，它们还是两码不调和的事情。”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21页。 

⑤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 154页。 

⑥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21页。 

⑦ “政治 自由来因于国家弱小 ，而非来因于国家本身。”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 

务印书馆 1993年版，第 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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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之间尚且存在着明确的界限。这种有限的君主制度并不意味着主权者是贤 

明的、仁慈的、尊重人民自由的明君，他完全可能是桀纣之主。但问题是即令他想 

全盘剥夺人民的自由，却总是力有不逮。事实上，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传统社会都 

是如此，君主都未能做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人们对这些自由主义的经典结论一般持肯定态度。但似乎很少有人愿意用它 

来观察、解释中国的传统社会。辛亥革命废除帝制之后，人们更多的是将过去描写 

成一段纯粹黑色的痛苦记忆 ，认为君主制之下人民当然不可能有 自己的自由。诚 

然，中国历史上的昏君颇为不少，即使是那些有道君主，似乎也不是 自由主义的信 

奉者。但如果我们按照自由主义的一般原理，将 自由的前提确定为国家政治权力 

的相对弱小、法治及市民社会的普遍存在，那么又可以推断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 

自由。 

首先，这个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是有限的，经常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 

很多学者已经将中国汉代、清代与当代的官员与人口的比例做了比较：如果汉初大 

概7000人中才有一个官员、清初大概 3000人中才有 个官员的话，那么现在 3O 

人中就有一个官员。两相对比，政治权力孰强孰弱自不待言(很多人指出，这种统 

计方法不够准确，因为传统社会中许多行政人员、特别是小吏并不列入国家官员名 

册，不由国家负担开支，但他们仍然构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当然有其 

道理。然而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当时的政治权力从总体上看远较现代为弱。何况这 

种不在册的工作人员现在也大量存在，我们同样也很难统计他们的准确数目)。 

因此，即令没有自由的概念，但我们看到的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 

哉的潇洒，那种山高皇帝远的放任，那种即令苛政猛于虎但弱者总还可以找到一个 

角落逃避它的选择，还是能够更好地理解托克维尔的论证。 

另一方面，这种权力的行使一般也不那么强势。自汉初以后，无为而治、省刑 

薄赋、与民休息一直是明主、善治的核心标准，并已化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 

特点。不能说这种传统对君主的行为会完全没有影响。我们一般指明朝的皇权、 

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的皇权为黑暗无能之最，自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流行 

海内之后，恐怕更没有几个人欣赏万历的昏庸荒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几十年不 

亲理朝政，又何尝不能解读为一种虚君政治?相对于有为之主，这样的皇权必定是 

有限而软弱的，固然未必为善，但为恶的能力自然也不太大。①在他的力量所及之 

内生活的臣民可能十分痛苦，但这个范围肯定不会太广。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应 

按照西文的定义将他理解为一个专制暴君。 

① “人们指责过许多国王不理朝政。愿上帝把不理朝政还给我们，我们宁可不要一个僭主者的勤奋!” 

见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 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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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行政层面，止讼免争是一个好的地方官的标准。只要能维持地方的安 

宁秩序(所谓的守夜人职责)，我们会以很欣赏的眼光听任他们在任上不断醉酒 

(苍然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工作时间四处游玩 

采风(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蓓罗裙。——苏轼 《浣溪 

沙 ·徐门石潭谢雨道上》)，或干脆在衙门里下棋。①相反，过于积极肯干，则一般会 

被视为热衷甚至酷吏。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王朝时代的中国在总体上有的是“一个原则上专制的但 

在实践上一般是很有限的中央权力”，②或者按托克维尔的说法：“国家的制度是专 

制的，但民情是 自由的。君主虽然有权，但他无法全部行使，而且也不想全部 

行使0 99③ 

历史上，中国社会缺乏法治传统，这点毋庸置疑。虽然有个别令人感到鼓舞的 

句子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 ·任法》)，但在实践中，君主在法理上的最 

高地位、权力的缺乏分割制衡、司法的不独立，都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法治难以实现。 

但是，在有关自由的这个话题上，我们也许可以结合上面的讨论，引出一些新的 

思考 。 

哈耶克认为，法治社会的真正标准未必在于是否有一套成文的法律体系，而在 

于政治权力的是否有限、弱小，在于法律体系的是否简明扼要。④如此，汉高祖的 

“约法三章”、汉初的黄老之治是不是体现了一种法治精神?人们一般承认，一个 

“排除式自由”即除明文禁令外的其他活动均为 自由的制度比一个“列举式 自由” 

即一切 自由均需经条文规定的制度更具 自由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历史上的各 

种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禁令相对于西方同时代绝不算多。 

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我国历史上不很发达：我们没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及 

强大而又分为各种宗派的宗教组织；我们的各种行会组织欠严密，目标也不够明 

确；我们缺少欧洲中世纪城市自治的环境，也没有相对独立的大学。但另一方面， 

我们的家族制又有相当特色。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交 

流时，许多一流人物都曾指出这点：中国人有家族观念而缺少国家观念和社会观 

念。卢作孚先生说：“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就农业言，一个农业经营是一 

① “蘧公子见他问的都是些鄙陋不过的话，因又说起：“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 

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都也吟啸 自若。还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一王 

太守道：“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吟诗声 ，下棋声，唱曲声。 见吴敬梓：‘儒林外史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 

公子故里遇贫交>，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105页。 

⑦ 密尔：‘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第 61页。 

③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63页。 

④ “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它把这个范围限于公认为形式法律的那种一般规则 ，而排除那 

种直接针对特定的人或者使任何人为了这种差别待遇的目的而使用政府的强制权力的立法。”见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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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就商业言，外面是商店，里面就是家庭。就工业言，一个家庭里安了几部 

织机，便是工厂。”①梁启超先生也指出：“西方人之自治力发达故早，吾中国人地方 

自治亦不弱于彼。⋯⋯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 自治；而我之所发达者，族制之 自治 

也。”⑦那么，这种家族制度，是否也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西方同时期市民社会的 

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与西方民主革命胜利前相比，中国王朝时代中 

并没有使自由完全不能存在的制度性因素。 

上面所说的政治权力的相对弱小有限、法治的实行及市民社会的强大，一般被 

认为是 自由存在的制度性因素。它们当然是重要的，但还没有包括 自由得以保全 

的全部条件。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它们主要保障的是政治自由，而不一定是社会 

自由或个人自由。 

密尔在《论自由》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两种 自由的区别：对个人 自由的侵 

害，可以来自于政治权力，也可能来自于社会、习俗或公共舆论。前者使人们失去 

了思想、言论、出版(我们还可以加上如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等)的自由；后者则 

使人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去生活，“按照我们 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 自己 

的好处”。③前者威胁的是我们的政治权利，后者损害的则是我们的个性。前者可 

以通过民主革命及确立法治加以避免，后者则不是民主制度所能 自动防范的。 

“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以防止正不亚于 

任何他种。”④这是一种所谓的“社会暴虐”或“多数的暴政”。所以要享有社会 自 

由，显然还需探讨民主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 

有鉴于此，许多人才认为，这种社会 自由首先应意味着宽容，或者说宽容甚至 

比自由更重要。实际上，自由是否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中是否有一种宽 

容精神；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首先在于他是否能对他人，对他人的思 

想、行为、选择持一种理解、宽容的态度。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政治体制是民主的， 

法制也是健全的，但却缺少宽容的气氛，那么个人的自由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尊重 

和保障。因为多数人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手段，通过合法的程序立法，去限制他们 

所不欣赏、不理解的行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个人可能有着全部成文的政治权 

① 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7年版。第 l2页。 

⑦ 同上书，第7O页。 

③ 密尔：‘论自由)，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 l3页。 

④ 同上书，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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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但却未必真正享有自由。①即人们享有政治自由，却没有享有社会自由。 

当然，对于某些明哲来讲，西语中的“宽容”还是多少令人感到不快，因为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宽容在西方指的是宗教宽容、信仰 自由——通过不同的方式信仰上 

帝的自由而非不信上帝的自由。而“宽容，对我来说只暗示着暴政。事实上，只要 

存在着有权力实行宗教宽容的权威，都是对思想 自由的侵犯，正是因为其实行宗教 

宽容，才拥有不宽容的权利。”②潘恩对此的阐释则更加极端：“‘信仰 自由’并不是 

‘不容异教’的对立面，而是它的花样翻新。二者都是专制主义。一种 自命有压制 

‘信仰 自由’的权利，另一种则授予这种权利。”③也就是说，它至少包含着居高临下 

的轻蔑，或更严重：我高兴时可以宽容，但也可能随时改变想法。因此，为了避免这 

种歧义，我们可以将社会自由的前提定义为一种宽松的气氛、一种宽和的精神。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够提出下列假设：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远比西方 19 

世纪之前更加宽松、宽和的社会 ，更加有利于社会 自由的存在。 

这主要是指：相对于西方来讲，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宗教社会 ，中国人是非宗教 

的人民。这个特点，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曾被双方的学者反复论及。伏尔泰 

指出t“在已知的古代国家中，唯有中国不曾受神职人员的统治。”④林语堂先生则 

将中国人定义为典型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中国人生理想之现实主义与其着重现 

世的特性源于孔氏之学说，孔教精神的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为现世的，与生为尘 

俗的”。“中庸之道复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 

所有宗教的意识。”⑤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不是也有佛教、道教吗?中国不是到处都 

有寺观吗?为何中国人不是一个宗教的民族?否定的理由是：首先，中国人从不是 
一 神论的信徒，缺乏坚定的信仰，经常持“礼多人不怪”的实用主义态度见神就拜 

(因为“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而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都是排他的；其次，相对 

于典型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没有一部简明、单一的经典，所以无 

法使人产生系统、明确、坚定的信仰；第三，没有统一严密的宗教组织；第四也是最 

重要的，是它们在社会中并不享有真正的权力和权威。在政治上它们必须服从于 

世俗权力，在精神上远不足与儒家思想抗衡。辜鸿铭先生说得好：“对中国人而 

言，佛寺道观以及佛教、道教的仪式，其消遣娱乐的作用要远远超过了道德说教的 

① “我们可能遇到两种情况，就是政制是 自由的，而公民却毫无 自由可言；或是，公民是自由的，而政制 

却毫无自由可言。”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 187页。 

② 米拉波：‘米拉波言论集>，转引自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l7页 。 

③ 潘恩：<潘恩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第 l60一l6l页。 

④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第4l页。 

⑤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年版，第93、l00一l0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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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此，中国人的玩赏意识超过了他们的道德或宗教意识。”① 

与启蒙学者一脉相承，托克维尔曾明确指出了宗教及教会对社会 自由的压迫： 

“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②‘‘人们的精神在基 

督教面前从来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尽管它十分果敢，但经常要在一些不可逾越的 

障碍面前止步。”③其原因，不仅在于它对异教徒及异端的压迫，而且尤其在于它禁 

欲主义的道德观，并凭借自己的权力，将其固化为社会风俗、习惯。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生的真正目标是进入彼岸的天国。而尘世生活，除了洗 

清人的原罪，并为上帝增加荣耀，其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没有一个宗教 

不是把人的追求目标置于现世幸福之外和之上，而让人的灵魂顺势升到比感觉世 

界高得多的天国的。”④然而，人性本身有堕落的自然倾向，生活中又有各种可怕的 

诱惑。如果人们放任自己，便有可能逐渐忘却自己在现世的真正任务，甚至动摇对 

上帝的信仰。因此，对基督徒来讲，道德是至关重要的，而清心寡欲便是道德的主 

要内容。按照韦伯的说法：“禁欲主义在其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 

性特征。西方修行生活的巨大历史意义(与东方修行生活相对而言)，正是以这种 

理性特征为基础的”。⑤这种禁欲主义的道德传统，被一般认为比较“进步”的新 

教一清教发展到了高峰。它试图将这些道德信条由外在的禁令转化为内在的自 

律。如果说天主教徒还可以偶尔放纵自己，然后再通过向教士忏悔而洗清 自己的 

负罪感，求得心灵安宁的话，⑥新教徒则因为声称可以绕过教会直接与上帝沟通， 

而将一切责任都压到了自己身上，于是时时处于紧张的、不容任何缓和的状态。所 

以，“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 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 

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这意味着要废止一种非常松弛、在当时已几乎不见实施、近 

乎流于形式的控制，而倡导一种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 

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加尔文教的教规⋯⋯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绝对无法忍受 

的对于个人的宗教控制形式。”⑦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质疑道德?即使是禁欲主义，不也经常带有英雄主义的色 

彩吗? 

我们无意攻击道德主义者，提倡道德的人是应当受到尊敬的。我们所要提防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O页。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42页。 

同上书。第 338页。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 539页。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1987年版，第9O页。 

按韦伯的说法，即一个“富于人性的循环：罪恶一忏悔一赎罪一解放一新的罪恶”。同上书，第 89一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4页。 

① ⑦ ③ ④ ⑤ ⑥ ⑦ 6 

)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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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泛化，试图齐一道德；特别是道德与法律的结合，与权力 

的结合，试图用政治手段解决道德问题，或试图将自己的选择强加给他人。 

如果认真分析，我们可以将道德分为律己与待人两个层次。但在这两个层次 

上，道德都首先意味着对欲望的克制直至禁欲主义，意味着对享乐、愉悦的罪恶感， 

意味着某种禁忌(tabou)，某些不能想、不能羡慕、尤其是不能做的事情。用于律 

己，这些品质当然经常是被大力提倡的。但在我们的话题中，它也有其消极的一 

面：一个这样的人也同时是封闭的、僵硬的、倾向于不宽容的。由于禁忌，他不能接 

受新的东西，也不会去尝试新的东西。在物质生活方面是这样，在精神生活方面也 

不可能不受影响。如仅只如此，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值得尊重。然而 

问题的核心在于，世界上很少有信奉人人平等、只满足于独善其身的道德主义者。 
一 方面，道德主义者证明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鄙视、抨击那些堕落的人，就是 

认为并宣称 自己的生活方式无限优于其他人；另一方面，既然我们的选择是如此道 

德、如此高妙，我们也就有权利要求他人效仿我们的榜样，使更多的人也成为道德 

高尚的人。如果必要，我们还可以借助强力来达到此目的——按照古人的教训，修 

身本来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事情因此变得十分清楚：道德主义者可能都是令人 

仰慕的圣徒，但一般不是持宽容精神的自由主义者。归根结底，道德本身只是一种 

价值判断、一种个人选择。如果把自己的选择强加给他人，强加给堕落者，当然是 

对后者的平等身份、平等价值的否定。如果道德主义者成功地与政治权力结合在 

了一起，这个社会中可能有一切好的东西，但不会有宽容、理解、开放精神特别是社 

会 自由。如果这种唯我独尊、不容异端的思路扩展到政治层面，就有可能形成托克 

维尔所批评的多数的暴政；如果这种逻辑支配着社会生活，就有可能形成穆勒所指 

责的“群”对“己”的侵害、个性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 

可能同时是民主主义的信徒，他们可能处在一个民主政体之下，所采取的手段可能 

完全符合民主的程序。但由于人们在生活中失去了选择的可能，所以影响了社会 

的自由。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描述过 17世纪时北美殖民地的一些法 

令。按照这些出自《圣经》的法令 ，通奸者可以被处死。未婚男女之间的私情可能 

被处以三种刑罚之一：罚款、鞭笞或强令结婚。人们必须参加宗教活动，哪怕只是 

按与众不同的仪式去礼拜上帝的基督徒也会被处死刑。人们不能懒惰、不能酗酒、 

不能抽烟、甚至不能留长发。而这一切“奇怪的或者专横的法律，并不是什么人强 

加于居民的，而是由全体当事人自由投票表决的，而且居民的习俗比法律还要严格 

和富于清教派的色彩”。①同一性质的例子在 20世纪也并不罕见：禁酒令也好，禁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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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堕胎的法令也好，都多少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宽容度的不足。 

因此，社会 自由的保障，社会中宽容精神的培育，当然要依赖法治。但另一个 

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即道德主义的适度消解。阻碍人们拥有宽容心态的因素是多 

种多样的：意识形态、阶级偏见、政治见解、种族归属等都在其中。但在一个民主或 

日法治的社会中，宽容的一大现实对手是宗教及道德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泛道德 

主义。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国的文化是非宗教的，重今生而轻来世(所谓“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论语 ·先进》)。禁欲主义不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我们当然也讲 

道德，然而它首先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 ，是君子自我完善的目标，而不是 

人对上帝的义务。更须强调的一点是：虽然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道德也肯定是它 

的反映，但因为没有“最高”、“先验”(transcendance)的宗教背景，所以它有时缺少 

权威的、连贯一致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来世的、“纯精神”的目标经常迷茫遥远， 

难以实现。面对 自然，人是无能为力的，人的命运也是无常的。所谓“浩浩阴阳 

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因此，“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 

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为乐当及时，焉能待来兹，⋯⋯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 

期”；①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②也就是说，当遇到 

有关人生目的、意义等根本问题时，我们不愿做太多形而上的思考，也不向上帝和 

彼岸寄托自己的希望，因为对于一个世俗的人 民来说，上帝也必须能够证明自 

己。③这样，剩下的、能够把握的，便只有现世的、物质的东西 ，现实的生活享受了。 

“造物生人一场，为时不满百岁。⋯⋯兹论养生之法，而以行乐先之”。④在这种思 

想的熏陶下，我们看到的便是一个轻松、快乐、宽和、忙忙碌碌地享受生活的人民。 

即使需要输入宗教，我们也会对它的禁欲主义倾向加以改造。因此不重苦修、指望 

顿悟的禅宗才大行其道。伏尔泰认为：“中国人没有使任何一种精神艺术臻于完 

善，但是他们尽情地享受着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总之，他们是按照人性的需求享受 

① 均见<古诗十九首)。张中行先生曾据此集为一联 ：“立身苦不早，为乐当及时”(<负喧三话 ·集旬 

书联))，可谓深得其要。 

② 曹操：‘短歌行’。 

③ 我们对神明的要求经常很苛刻，希望他们“有求必应”。其潜台词便是：如果他们做不到这点，我们 

就不再有信仰的必要。因此，我一直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完全符合国人的传统 

思维逻辑。 

④ (明)李渔：<闲情偶记)，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5年版，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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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幸福的。”①林语堂先生的总结则更为精当：“吾人诚不解欧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 

人生的目的即在纯洁而健全的享受人生。⋯⋯中国人则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 

质。这一个特性，吾们的集中于尘俗享受的意识，即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 

是不存在的结果。”② 

手边刚好有一些明清两朝的文人笔记，可以用来深入描绘一下中国人的这种 

生活态度和社会风气。时下的一般说法是，这是理学盛行的时代。从逻辑上看，此 

时国人应当有一个与清教相似的生活方式，人人都会是非礼勿⋯⋯的“君子”。笔 

者不敢说这种推断全然没有道理，但也不愿从心底里认同。在搜集到大量的、足以 

进行“定量”研究的资料之前(这可能是永远也无法做到的)，我宁愿相信经验和常 

识：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口号，也都有其社会实践。这二者可 

以是重合的，也可以是有所距离的，甚至可以是南辕北辙的。认为理学在很大程度 

上其实只是一种宣传的理由是：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正是 

明清时代，在官员、士大夫、乃至一般的市民阶层中，对生活的精致讲求发展到了空 

前绝后的程度。因此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怀疑，在某个地方 ，最被强调、称道的东西 

是否恰恰是最为稀少紧缺的东西?③ 

与两位兄长宗道、宏道并称“三袁”、官至南京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的袁中道作 

有《游居柿录》，记录了他中进士后从万历 36年到 46年十年间的行踪。这是一个 

诗意的享乐主义者的生活方式，里面完全是对访友、探胜、饮宴、拓碑等等赏心乐事 

的记载，而没有任何修身律己、更不用说探讨彼岸世界的影子。作者津津乐道的 

是：“出山入舟，烟雾，微见峰岚，绝似老米墨气。”④“晚出，见紫薇花满地如红茵， 

侍儿欲扫去，予日：‘黄叶可扫，此花不可扫也。 ’⑤“自辰至暮，几百许杯，⋯⋯竟 

①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第461页。 

②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9l页。 

③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无法也无意对这两个朝代的得失做出总体评价，只是有时觉得一些通行的说法 

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以明朝为例 ，一般认为它实行的是君主制，而主上又多为昏庸之辈，多有背谬之举；理学 

盛行，对思想的发展构成了桎梏；国力衰落导致外患频生。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最精美的古代建筑绝大多数是 

明朝修建或重建的(清康熙时内务府的一份奏折中承认 ，明朝宫殿中偏殿的粱柱都用楠木，地面都铺金砖，而 

清朝正殿的修葺也难达到此规格)；最精美的瓷器是明朝的(康雍乾三代瓷器制造的重要部分之一是仿制明 

代重器)；最精美的骨董是明朝人造的；最优雅的家具是明朝的⋯⋯。对这种矛盾我们当然可以给出一个似 

乎定论的解释：这是统治者残酷掠夺剥削的产物。但超经济的掠夺剥削当然可以使极少数人穷奢极欲，却无 

法成就普遍的社会繁荣。而我们现在仍能看到的大量极其精美讲究的明代器物恰恰是供常人使用的。我一 

直有一个问题：一个时代的器物的精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果一个历史时代产 

生了如此不同寻常的物质文明，那么它会是十分黑暗的吗?在我们知道的黑暗时代，从来找不到可以让人称 

羡的器物、艺术的影子，因为人们没有时间、没有财力、没有想象力和创造性，以及它们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 

生活安定。 

④ (明)袁中道：<游居柿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版，第24页。 

⑤ 同上书，第 107页。 

99 



国际政治研究 2006年 第 3期 

至委顿。”①对这种生活态度，张岱有更为脍炙人口的描述：“大雪三 日，湖中人鸟声 

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 

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 

人两三粒而已。”② 

人们当然会问：这种名士派士大夫的诗意的生活，有没有普遍的代表性?我们 

认为，财力和具体的爱好、审美观当然人人不同，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 

上面的例子并非社会上的边缘行为，而是一种弥漫朝野的风气。托克维尔指出： 

“当身份不平等和人们之间有差别时，就会出现一些非常有见识、非常有学问和因 

智力高超而非常有能力的个人，而同时也会出现一大批非常无知和能力极其有限 

的人。因此，生活在贵族时代的人，自然要以某一个人或某一阶级的高超理性作为 

自己的思想指南”。③在中国，知识分子经常是主流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倡导者。 

他们的选择，始终对社会其他阶层及成员有示范作用。《儒林外史》中有一段描 

写，多少说明了这种影响：“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 

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 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 

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 

气 ，一点也不差 !” 

国人对自己的居所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明末计成的《园冶》将私人造园艺术 

的经验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理论总结。其对细节的讲究程度远非现代人所能想 

象I光是窗棂的花样，便设计了 62种，均附有详细的图示。⑤李渔对如何贴壁纸有 

着天才设想1先在墙上糊一层酱色纸，再将豆绿云母笺随手撕作零星小块，贴在其 

上，务令留出酱色纸一线，于是“满房皆冰裂碎纹，有如哥窑美器”。⑥或请名手于四 

壁画着色花树，而绕以云烟。然后在虬枝老干上凿若干小洞，插入铜条。再在铜条 

上蓄以鹦鹉。这样，“松为着色之松，鸟亦有色之鸟，互相映发，有如一笔写成。良 

朋至止，仰观壁画，忽见枝头鸟动，叶底翎张，无不色变神飞”。⑦现在城市中装修公 

司成百上千，何人有此等创意? 
一 般人家，庭园不会很大，甚或有院无园。此时如何使 自己得以欣赏更多景 

色?计成提出了借景的原则，即通过巧妙的设计安排 ，使外界的美景为我所用，使 

主人足不出户而仿佛身处自然之中。李渔介绍了一种简单的借景方法：在形态优 

① (明)袁中道：<游居柿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版，第29页。 

② (明)张岱：<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5年版，第73页。 

③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26页。 

④ 吴敬梓 ：<儒林外史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第352页。 

⑤ 见(明)计成：<园冶注释>，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l6一l36页。 

⑥ 李渔：<闲情偶寄>，第201页。 

⑦ 同上书，第 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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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窗外放置盆花笼鸟、蟠松怪石。随着外面摆设的经常变化，天然美景便不断出 

现在我们眼前：如兰花初放，便是一幅幽兰图；如菊花舒英，便是一幅佳菊图。或干 

脆取梅树老干做窗户，里面贴白纸，外面粘上用彩纸做成的红梅绿萼。①冒辟疆的 

设计要更复杂一些：菊花盛开时的夜晚，将座位设在花丛之中，外面围上白绫帐缦， 

再高烧翠蜡，于是帐上花影零落，“人在菊中，菊与人共在影中”。②沈三白家境不宽 

裕，所以尤其重视小中见大：院子窄小，可以将院墙砌得凹凸不平，饰以绿色，引以 

藤蔓，再嵌上一块刻了字的石碑，于是“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③ 

中国的饮馔闻名天下，得到几乎所有来客的一致好评，也使国人颇感 自豪。但 

笔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到，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高质量的 

鸡鸭鱼肉、蔬菜瓜果哪国都有；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平均生活水准高于他人；而是因 

为我们普遍将饮食看作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 目的本身，④所以极为重视，精心讲 

求，丝毫没有因El腹之欲而愧对神明的负疚感——许多素菜佛斋只是更加精致而 

已。事实上，在我们这里真正为人所称道的并非那些难得而昂贵的山珍海味。即 

使是一般材料，即使不多花钱，也同样可以通过匠心独运给人以深刻印象。可以 

说，饮食在我们这里早已超越了实用即填饱肚子的层次，进入了文化、艺术的境界， 

欣赏成了真正的目的。 

按照李渔的意见，笋宜独食。开水煮熟略加酱油即可，否则会破坏它的真趣。 

如一定要与肉搭配，则只有肥猪肉可以将就：“烹之既熟，肥肉尽当去之，即汁亦不 

宜多存”。这样，肥肉的甘味尽为笋吸，而又不致肥腻。煮粥一定要把水一次放 

准，如中途添水则味不可咀。蒸米饭可在饭将熟之时浇上一盏花露(只浇在一 

隅)，则清香扑鼻。要特别注意的是：露以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为上。不能加玫瑰 

露，因其香气非谷类所有。“八珍面”是将鸡、鱼、虾、鲜笋、香蕈、芝麻、花椒晒干， 

研成细粉加入面中，以酱醋及焯笋煮虾之水和面而成。⑤冒辟疆发现，将红腐乳烘 

蒸各五六次，再削去外面的硬皮，则味美异常。他家的甜品之一则是将桃汁、西瓜 

汁用文火煎至七八分后再加糖细炼而成。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食谱的秘诀都在于 

讲究、用心，用一般的材料达到精致的效果。我认为，正是这种讲究的态度才构成 

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 ，反映了中国人享受生活、热爱生活的天性。当然不能说西 

方国家历史上就没有美食或那里的人就不喜欢美食，但我们似乎很少见到这么多 

津津乐道的记载——如果享受是一种禁忌，那么即使事实存在，也不值得说或不应 

① 李渔：‘闲情偶寄)，第 183—184页。 

② (明)冒襄：‘影梅庵忆语)，见‘闺中忆语五种)，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4页。 

③ (清)沈复：‘浮生六记)，见‘闺中忆语五种>，第 62页。 

④ “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樽前!”——欧阳修：<浣溪沙>。 

⑤ 均见‘闲情偶寄 ·饮馔部>。 

⑥ 见‘影梅庵忆语)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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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①而在我们这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本来是在谈政坛掌故 ，却突然会冒出 

来一句“西单有酱肘铺名天福斋者，至精。其肉既烂而味醇”，“正阳门内户部街路 

东月盛斋，所制五香酱羊肉为北平第一”，②全然不顾体例。《燕京岁时记》的作者 

能够从夜读突然想到栗子：“栗子来时用黑砂炒熟，甘美异常。青灯诵读之余，剥 

而食之，颇有味外之味。”③不知读与吃哪个是正事。 

中国人好玩，把玩作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人提了蛰火虫做灯来玩：“北 

郊多蛰，土人制料丝灯，以线系之，于线孔中纳萤。其式方圆六角八角及画舫宝塔 

之属，谓之火蛰虫灯。”④有人喜欢玩蛐蛐：“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 

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 ，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瓦盆泥罐，循市井皆 

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⑤北方养蝈蝈的讲究则是在春节时它们还活 

着，还在主人的怀里叫。笔者曾亲眼看过以模压葫芦为身、紫檀为口、透雕白玉为 

盖的蝈蝈笼子 ，黄、黑、白三色分明，诚为绝品。 

或是为了提醒自己，或是为了反驳批评，或是为了去除可能的内疚，人们又将 

吃、玩、游、赏等诸般乐事适当地民俗化、仪式化、制度化(反过来，这种民俗又有它 

的社会化功能)，使得 自己几乎每天都有“乐子”可找，每天都在过节。以北京地区 

为例，春节之后是灯节，要赏灯吃元宵。立春要吃春饼，清末以后讲究的当然是佐 

以天福号的酱肘子。开河后要携家带口地去逛二闸。春天时要赏花，赏牡丹要去 

崇效寺，赏丁香要去法源寺。端午节要吃粽子，带雄黄。整个夏天，什刹海一带都 

是好去处：“长夏夕阴，火缴初敛。柳阴水曲，团扇风前。几席纵横，茶瓜狼藉。玻 

璃十顷，卷浪溶溶。菡萏一枝，飘香冉冉。”⑥中秋节要赏月、吃月饼。重阳节要去 

登高，或逛陶然亭。再晚一些要去西山赏红叶。冬至又是一大节日。但这些只是 

人人尽知的荦荦大者。明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和清乾隆年间潘 

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分别对北京地区明清两朝的这种制度化、仪式化了的民俗 

做了详细描述。在他们笔下，明末各种有名 目的娱乐性 日子大概是 5O个，清中期 

大约有 60个。每个 日子都有具体的活动和仪式，大部分有特定的吃食，经常伴以 

出游。 

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民，为什么没有享有社会自由? 

① 按照清教的逻辑，吃得太好便意味着奢侈堕落，有悖于上帝的旨意和道德。因此，这些国家不讲究 

美食，绝对是文化因素的作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而以美食著称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是天主教传统 

占上风的国家。 

② (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O页。 

③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见<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年 

版，第 88页。 

④ (清)李斗 ：<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 1997年版，第265页。 

⑤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北京出版社 1962年版。第33页。 

⑥ (清)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 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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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预料，马上会有人批驳这种叙述。第一种可能的质疑是：这是否将旧 

制度下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化了?我们不是看到过大量关于赤地千里、人乃相食的 

资料，及破败的市井街道、鹑衣百结的乞丐的照片吗? 

的确，在科技及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中，自然灾害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巨大 

的。灾民也不可能有闲心来赏兰花。但第一，在中国的历史上，一般来讲天灾恐怕 

还不是常态。以中国的幅员而论，也不可能处处受灾。第二，照相术传人中国时， 

我们正处在王朝时代的末世。笔者始终认为，任何一个王朝都有其高峰，也都有其 

末世。我们不能依末世的景象来理解一个王朝的全部。第三，在私有制条件下，即 

使没有天灾，且正当一个政权的极盛时期，也仍然会有相当数量的乞丐及其他不幸 

者。但他们是否就是这个时代的准确象征?事实上，本文的上述判断，是在两个前 

提条件下做出的：一方面，这是中国王朝时代中正常年景下的一般人群的生活方 

式；另一方面，以相同时代或相同制度的西方国家作为参照系。这样的西方国家 

中，也同样有百事堪哀的末世，也同样会遭受自然灾害，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赤贫 

人群。在笔者看到的许多欧洲国家一直到2O世纪初的照片中，特别是农村地区的 

照片中，房屋、街道、人们的穿着，也未必比同时期的中国高明多少。但我们前面引 

证过的那些大师们 ，并未因此而否认当时西方社会中存在自由的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的质疑是，上面引述的种种材料，只说明了富人的生活方式，没有 

普遍意义。但其实，我们所要表明的，不过是国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少有禁忌的 

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一个人以何种精神生活，与其财富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 

许多富人，其生活也不那么开放有趣；许多刚能糊口的人，也可以过得快快乐乐。 

正如李渔所说：“人谓变俗为雅，犹之点铁成金，唯具山林经济者能此，乌可责之一 

切?予日：垒雪成狮，伐竹为马，三尺童子皆优为之，岂童子亦抱经济乎?”①事实 

上，即令李渔与冒襄的经济状况不错 ，他们各种设想的高明有趣之处也只是在于其 

追求精致的良苦用心，而不用花多少钱。看一下《浮生六记》中的种种描写。就会 

发现家境贫寒的沈复也同样做到了这一点。至于本文中的其他引证，更一概描述 

的是当时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我们 自然会对博物馆中的皇家收藏赞不绝 口，但 

笔者也看到过大量的精美巧妙的民间器物。后者在市场价值上自然不可与前者同 

日而语，但定做者和制造者在其上花费的心力正不遑多让。其实，我们所要说明 

的，恰恰不是此时的中国人因为普遍比西方人更富有，所以生活得更好；而是在相 

似或甚至可能略差的物质条件下，由于自己的孜孜讲求而生活得更开放、更精致、 

更自由。 

清教式的道德主义者当然会指这种生活态度为缺乏信仰、意义，甚至堕落。但 

① 李渔：‘闲情偶寄)，第 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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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拒绝禁欲主义的道德的自由?这当然 

不是要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而是指一种对待道德信条的相对主义心境，是去除了 

种种禁忌后的开放精神，是一种对生活的欣赏的态度，一种宽容的氛围。相对于自 

我封闭、排他、自虐式的清教伦理，它是否更接近于自由主义的精髓?①面对这种源 

于生活的自由，政治制度上的君主制或思想领域中理学的统治究竟有多大的重要 

性和真实性? 

在西方历史上，宗教和道德主义都是不宽容的，二者的结合更是在某种意义上 

阻碍了自由精神的发展。反观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社会，虽然其中有种种不足， 

但它的世俗性、现实性，它的不故作深沉、不自寻烦恼，它的快乐，却使得自己天然 

具有平和、宽容、贴近自由主义的一面。相对于虽有种种抽象概念、虽有种种关于 

自由或权利的明文规定，但又每日纠缠于宗教性的善恶之辨，每 日在欲望与道德戒 

律中挣扎不休因而尤其不宽容的清教文化，它显得那么独具特色，更加让人容易亲 

近，容易接受。 

因此，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我们才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虽然没有建立在法治 

基础上的政治自由、政治权利，但广泛存在着源于生活的社会自由。在西学昌明的 

今天，我们理应头脑清醒地珍惜这份可贵的遗产，特别是其中蕴涵的开放、宽和、自 

由的精神。 

① 正如密尔所说的那样 ：“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凡在不以本人 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 

统或习俗为行为的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密尔：<论自由)，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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